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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影响国际交换能否发生的重要因素，贸易成本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采用 Ｎｏｖｙ
模型就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对影响贸易成本变动的多种因素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贸易成本总体上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人民币过快升值会对贸易成本的降低产生不利影

响；中国商业环境改善、进口关税水平降低等因素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原油价格变动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不大；
ＦＤＩ、美国进口关税水平与中美贸易成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基于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贸易成本还

有下降的空间，中国应充分挖掘贸易成本下降的途径，以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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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广义的贸易成本是相对于生产成本而存在的，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沟通成本、合同成本、运输成

本、政策壁垒、货币成本、规制成本、当地分销成本等［１］。 然而，在传统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假设

中，贸易成本被认为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它像经典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被忽略掉

了［２］。 事实上，即便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贸易成本依然存在，施炳展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测算发

现，中国与 ３０ 个主要贸易国家的平均贸易成本指数在 ２００６ 年为 １􀆰 １，而在 １９８２ 年这一指数高达

１􀆰 ８［３］。 随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贸易成本概念也受到经济学家的日益重视，在新经济地

理学中，Ｋｒｕｇｍａｎ 以规模经济、市场外部性、贸易成本为变量研究发现，贸易成本是理解企业区位选择

和产业空间积聚的关键因素［４］。 杨小凯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贸易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和 Ｈ⁃Ｏ 模型，
提出了交易效率的概念，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深化一国的贸易分工［５］。 Ｍｅｌｉｔｚ 开创了新贸

易理论，他认为出口沉淀成本的存在促使高生产率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而市场规模的扩大降低了产品

的平均成本，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良性循环［６］。 国内学者程大中认为贸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

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７］。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 ３５１８ 亿美元，进口额为 １３２８􀆰 ９

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

进口来源地，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①。 中美两国贸易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关于中美贸易的研究

成果相当丰富，但令人遗憾的是，基于贸易成本这个视角来研究中美贸易的文献却较少。 鉴于以上分

析，本文拟从贸易成本的视角来测度和分析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变化趋势，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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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影响这种趋势的具体因素，希冀为中美两国贸易的理解提供新的空间，并为两国贸易的发展提供

新的方向。

二、 研究设计

（一） 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贸易成本是决定贸易行为能否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有效衡量一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大小不仅可

以揭示其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而且能够为进一步推动双边及多边贸易发展提供政

策依据。 然而，贸易成本的测度却并非易事，目前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
直接法大致有两种方式：第一，将贸易成本简单等同于运输成本（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和政策

成本（关税和类关税壁垒） ［８］；第二，依 ＩＭＦ 给出的双边总体贸易价格比率（ＣＩＦ ／ ＦＯＢ）来近似获取。
直接法的提出与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传统贸易理论一直关注关

税和类关税这样的可见成本，而直接忽略了非关税壁垒（如配额、双反调查以及信息成本、合同执行

成本等隐性成本）。 另外，目前的贸易成本统计体系尚不健全，获取这些隐形成本的数据需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 由于这种基于简单参数的贸易成本估计难以全面地反

映一国的真实成本，因此经济学家转向了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改进的引力模型［９］，其基本

思想是双边贸易流量由双方市场总规模以及贸易成本诸要素共同决定，方程形式如下：

Ｘ ｉｊ ＝ α１ Ｙｉ ＋ α２ Ｙ ｊ ＋ ∑
ｍ

ｍ ＝ １
βｍ ｌｎ（Ｚｍ

ｉｊ ） ＋ εｉｊ （１）

式（１）中，Ｘ ｉｊ是 ｉ 国向 ｊ 国出口额的对数值，Ｙｉ 和 Ｙ ｊ 分别表示出口国 ｉ 和进口国 ｊ 的 ＧＤＰ 的对数

值，Ｚｍ
ｉｊ 是一组与贸易成本相关的代理变量，α１、α２、βｍ 为各变量系数，εｉｊ是随机扰动项。
然而，这种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Ｎｏｖｙ 认为由于该模型在测算成本之

前就确定了成本的构成，因此测算结果有可能存在偏差［１０］；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认为该模型缺乏理

论基础，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比如考察某些贸易壁垒移除后的效应［９］；另有学者认为该模型仅仅

考虑双边贸易的引力和阻力因素，并没有将多边的引力和阻力因素纳入进来，因而该模型的分析是不

全面的，由此也不可能得到一般均衡解。
鉴于上述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之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在贸易成本对称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个新的引力方程［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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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Ｘ ｉｊ表示 ｉ 国向 ｊ 国的出口额，Ｙｉ 和 Ｙ ｊ 分别表示出口国 ｉ 和进口国 ｊ 的 ＧＤＰ，Ｙｗ 表示全世

界的 ＧＤＰ，Ｔｉｊ是冰山型贸易成本，∏ｉ 和 Ｐ ｊ 分别是两国价格指数，代表双边阻力项，σ 为两国商品替代

弹性。 该模型认为两国间的贸易是由相对贸易成本决定的，这改变了以往由绝对量决定的思想，其主

要优点在于考虑了多变阻力因素，并且不需再事先确定成本结构，而是由宏观经济变量直接测度成

本。 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多变阻力因素本身无法直接观测，应用价格指数替代并不是一个

理想的方法。
Ｎｏｖｙ 认为贸易成本不仅会影响贸易量，还会影响到生产和消费［１０］，而上述模型假定生产和消费

都是外生的，因此该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无效。 由此，Ｎｏｖｙ 提出了一个融入冰山型贸易成本和垄断

竞争框架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该模型的视角由双边扩展至多边，并且区分了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
其方程形式如下：

Ｘ ｉｊＸ ｊｉ ＝ ｓｉ（Ｙｉ － Ｘ ｉ） ｓ ｊ（Ｙ ｊ － Ｘ ｊ）（１ － Ｔｉｊ） σ－１（１ － Ｔ ｊｉ） σ－１ （３）
式（３） 中，Ｘ ｉｊ 和 Ｘ ｊｉ 分别表示 ｉ国向 ｊ国和 ｊ国向 ｉ国的出口，Ｘ ｉ 和 Ｘ ｊ 分别表示 ｉ国和 ｊ国的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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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和 Ｙ ｊ 分别表示 ｉ 国和 ｊ 国的 ＧＤＰ，ｓｉ 和 ｓ ｊ 表示可贸易品份额，Ｔｉｊ 和 Ｔ ｊｉ 分别表示 ｉ 国对 ｊ 国和 ｊ 国对 ｉ
国的贸易成本，σ 表示替代弹性。式（３） 表明，双边贸易 Ｘ ｉｊＸ ｊｉ 与双方市场潜力（Ｙｉ － Ｘ ｉ） 和（Ｙ ｊ － Ｘ ｊ） 正

相关，与双边贸易成本 Ｔｉｊ 和 Ｔ ｊｉ 及双边可贸易品份额 ｓｉ 和 ｓ ｊ 负相关；实际总出口 Ｘ ｉ 和 Ｘ ｊ 隐含了平均贸

易成本，代表多边阻力因素的影响，而且可以直接获取的总出口额能够避免传统引力模型引用价格指

数替代多边阻力项的困扰；该模型假设生产和消费都是内生的，因此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为了能够更加简便地测度贸易成本，Ｎｏｖｙ 又引入了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

的，即 Ｔｉｊ ＝ Ｔ ｊｉ；第二，双边可贸易份额相等，即 ｓｉ ＝ ｓ ｊ ［１０］。 于是，我们得到贸易成本的简单模型：

Ｔｉｊ ＝ Ｔ ｊｉ ＝ １ － Ｘ ｉｊ Ｘ ｊｉ

（Ｙｉ － Ｘ ｉ）（Ｙ ｊ － Ｘ ｊ） ｓ２
[ ]

１
２（σ－１）

（４）

２００８ 年，Ｎｏｖｙ 又提出了与上述模型相似的测算公式［１１］：

Ｔｉｊ ＝ Ｔ ｊｉ ＝ （Ｙｉ － Ｘ ｉ）（Ｙ ｊ － Ｘ ｊ） ｓ２

Ｘ ｉｊ Ｘ ｊｉ
[ ]

１
２（σ－１）

－ １ （５）

由式（５） 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形下，如果双边贸易 Ｘ ｉｊＸ ｊｉ 增加，则意味着贸

易成本下降；如果两国各自国内贸易额（Ｙｉ － Ｘ ｉ）（Ｙ ｊ － Ｘ ｊ） 提高，则说明贸易成本上升。考虑到贸易流

量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杨青龙认为 Ｎｏｖｙ 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模型不仅适用于截面数据的跨国比较，而
且对于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时间序列纵向比较以及面板数据的综合比较都是适用的，而且针对传统

贸易测度模型之不足，杨青龙在 Ｎｏｖｙ 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可操作的研究方案，并运用该方案对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６ 年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中

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成本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日双边贸易成本呈

现加速下降的趋势［１２ １３］。
由于本文希冀客观地测度中美贸易成本，准确地评价其纵向变化，并探讨引起这些变化的多种影

响因素，因此本文选择 Ｎｏｖｙ 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模型。 有证据表明 ｓ 值位于 ０􀆰 ３ ～ ０􀆰 ８ 之间［１４］，Ｎｏｖｙ 和

Ｊａｃｋｓ 在引力模型中将 ｓ 值定位于 ０􀆰 ８［１０］，本文借鉴这一做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认为替代弹性 σ
介于 ５ ～ １０ 之间［９］，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替代弹性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将 σ 定为 ８，并同时考

虑 ５ 和 １０ 两种情况。
（二） 数据来源与特征分析

在式（５）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季度数据来测量中美贸易成本，所需两国的实

际 ＧＤＰ 和总出口额来自于 ＢＶＤ 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库（以 ２００５ 年为 １００ 予以平减），两国相互出口额

来自于中经网海关月度数据库。 中美贸易成本变化趋势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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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美贸易成本变化趋势

从图 １ 我们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成本变化具有以下三

个特征：（１）中美两国贸易成本呈总体下降趋势。 以 σ ＝ ８
为例，１９９３ 年初中美贸易成本为 ０􀆰 ９４，２０１２ 年末这一数字

变为 ０􀆰 ６５，下降幅度达到 ３０％ ，这说明中国自确定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２００２ 年中国

加入 ＷＴＯ 以后，中美贸易成本下降 １０％ 。 由图 １ 也可以看

出，在替代弹性发生变化时，中美贸易成本的总体趋势并没

有发生改变。 （２）中美贸易成本曲线呈现波浪式，这说明两

国贸易成本的降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受制于国际和

国内环境以及两国的竞争与合作，贸易成本在颠簸中前行。 （３）不同替代弹性下贸易成本变化剧烈。
由图 １ 可见，中美两国的商品替代弹性越高，贸易成本则越低，这也符合模型与预期。 在不同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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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下，贸易成本表现差异很大，如在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σ ＝ ５ 时的贸易成本为 １􀆰 ４０，而 σ ＝ １０ 时的贸

易成本仅为 ０􀆰 ４７。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中美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而不是贸易成本的绝对量，因此 σ
的不同取值所带来的结果差异引起的影响不大。

（三） 研究假设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对有代表性的工业化国家做了一次粗略的贸易成本估计，结果是关税等价

的 １７０％ ，具体成本类型细分为：２１％的运输成本（包括可直接测度的运费成本以及等价于关税 ９％的

时间成本）、４４％的过关成本（包括货币壁垒 １４％ 、政策壁垒 ８％ 、语言壁垒 ７％ 、信息成本 ６％ 、安保成

本 ３％等）、５５％的进口国销售成本等［１］。 本文借鉴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的成本影响因素分析，兼顾

中美两国的贸易特征，在数据可得性的条件下，提出 ５ 个假设命题。
假设 １：关税水平与贸易成本正相关。
两国关税水平是构成贸易政策壁垒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策壁垒越高，两国

之间的贸易往来就越少，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越高。 本文采用美国和中国相互出口的可税

商品平均关税率 ＡＴＡ 和 ＣＴＡ 来表示关税水平，相关数据来自 ＷＴＯ 关税数据库，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

用加权移动平均方法予以补齐。
假设 ２：人民币汇率变动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关系不确定。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双边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上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就会减少；第二，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国

商品价格变得更加便宜，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商品额就会增加；第三，汇率的变动增加了外贸交易的不

确定性，风险的累积增加了双边交易的成本。 因而，分析汇率变动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需要采用大

数据样本进行综合分析。 本文采用 ＥＸＣ 表示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所需数据来自 ＢＶＤ 宏观经济

数据库。
假设 ３：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成本负相关。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两国之间的

贸易往来，主要方式为加工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规避效应减少双边进出口额，这类

ＦＤＩ 主要是为了拓展东道国市场而规避政策壁垒。 因此，衡量 ＦＤＩ 对双边贸易的影响需要比较这两

种效应的大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近 ５０％是以加工贸易方式而存在的，因此

本文认为 ＦＤＩ 对中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反向的。 同时，随着 ＦＤＩ 在两国的深入发展，双边联系更

加紧密、交流更加顺畅，这更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和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 鉴于中国对美国的 ＦＤＩ
流量较小，且数据多有缺失，本文采用两国的 ＦＤＩ 实际流量总和来表示，所需数据来自中经网海关统

计月度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对外投资年报》。
假设 ４：原油价格与双边贸易成本正相关。
运输成本是双边贸易成本最直接的构成要素之一，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 等将运输成本纳入李嘉图模型中进

行研究发现，运输成本将造成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缩小，甚至可能使得一种商品由可贸

易品转为非贸易品［１５］。 多数学者在对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引用两国间的距离做替代变量，但
由于本文仅仅研究中美两国的贸易成本变化趋势，且考虑到两国货物贸易主要采取海洋运输方式，路
线和距离几乎是个常量，因此本文选择对运费产生直接影响且价格变动频繁的原油价格作为替代变

量，用代码 ＰＣＲ 来表示，所需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局。
假设 ５：商业环境与双边贸易成本负相关。
双边贸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过关成本，如上述所分析的关税壁垒、运输成本、汇率波动

风险等；二是进口国销售成本，这与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地方保护主义等治理环境，税收、环保等地

方政策，物流、通讯等基建水平，人才质量、资本结构等要素禀赋密切相关。 商业环境包含的内容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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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变量，本文应用 ＥＩＵ 统计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ｎｇ 作为中美

两国的商业环境指标，分别标示为 ＣＩＮ 和 ＡＩＮ，所需数据来自 ＢＶＤ 各国竞争力指标分析库。
基于上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分析和假设命题的提出，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对影响双边贸易成

本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ｌｎＣＯＴ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ＡＴＡ） ｔ ＋ β２ ｌｎ（ＣＴＡ） ｔ ＋ β３ ｌｎ（ＰＣＲ） ｔ ＋ β４ ｌｎ（ＦＤＩ） ｔ ＋ β５ ｌｎ（ＥＸＣ） ｔ ＋ β６ ｌｎ（ＡＩＮ） ｔ

＋ β７ ｌｎ（ＣＩＮ） ｔ ＋ εｔ （６）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带来“伪回归”现象，本文对模型中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因变量

ＣＯＴ 采用 σ ＝ ８ 时计算得到的中美贸易成本，由于全部数值在 ０ ～ １ 之间不适合作对数处理，因此我

们将所有 ＣＯＴ 数值扩大 １０ 倍；ＡＴＡ、ＣＴＡ 采用可税商品平均关税率来表示，由于税率是百分数，因此

我们将其扩大 １００ 倍；ＰＣＲ 采用欧洲布伦特原油 ＦＯＢ 现货价格来表示，单位为美元每桶；ＡＩＮ、ＣＩＮ 为

中美两国各年度的商业环境指标，数值在 ０ ～ １０ 之间； ＥＸＣ 直接采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标价实际汇

率来表示；ε 为随机误差项，β０ ～ β７ 为各变量系数。 上述变量除 ＥＸＣ 可以直接采集季度数据外，其他

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本文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６􀆰 ０ 将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其中 ＡＴＡ、ＣＴＡ、
ＰＣＲ、ＡＩＮ、ＣＩＮ 采用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ｍａｔｃ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方式，ＦＤＩ 采用“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ｍａｔｃｈ ｓｕｍ”方式。

三、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季度数据，应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６􀆰 ０ 软件对中美贸易成本与影响因素之间

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在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后，本文采用单位根 ＡＤＦ 检验法判断各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结果如

表 １ 所示。 由表 １ 可知，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ｌｎＡＴＡ 和 ｌｎＦＤＩ 的水平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不能

拒绝原假设，因此这两个序列水平都是不平稳的；ｌｎＣＯＴ、ｌｎＣＴＡ、ｌｎＰＣＲ、ｌｎＥＸＣ、ｌｎＡＩＮ 和 ｌｎＣＩＮ 的水平

序列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这几个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序列拒绝了原假设，说明

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协整关系要求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

要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ＯＴ 与解释变量 ｌｎＡＴＡ、ｌｎＦＤＩ 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而与解

释变量 ｌｎＣＴＡ、ｌｎＰＣＲ、ｌｎＥＸＣ、ｌｎＡＩＮ、ｌｎＣＩＮ 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表 １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 Ｐ 值 Ｃ，Ｔ，Ｋ 结论 变量 ＡＤＦ Ｐ 值 Ｃ，Ｔ，Ｋ 结论

ｌｎＣＯＴ － ２􀆰 ０５ ０􀆰 ５６ Ｃ，Ｔ，４ 不平稳 Ｄ（ｌｎＣＯＴ） － ３􀆰 ０９ ０􀆰 ０３ Ｃ，０，３ 平稳

ｌｎＡＴＡ － ２􀆰 ０６ ０􀆰 ５６ Ｃ，Ｔ，５ 不平稳 Ｄ（ｌｎＡＴＡ） － １􀆰 ７６ ０􀆰 ４ Ｃ，０，４ 不平稳

ｌｎＣＴＡ － ０􀆰 ４４ ０􀆰 ９８ Ｃ，Ｔ，９ 不平稳 Ｄ（ｌｎＣＴＡ） － ２􀆰 ２７ ０􀆰 ０２ ０，０，８ 平稳

ｌｎＰＣＲ － ０􀆰 ９５ ０􀆰 ７６ Ｃ，Ｔ，２ 不平稳 Ｄ（ｌｎＰＣＲ） － ３􀆰 ７８ ０􀆰 ０５ Ｃ，０，２ 平稳

ｌｎＦＤＩ － ２􀆰 １５ ０􀆰 ５１ Ｃ，Ｔ，５ 不平稳 Ｄ（ｌｎＦＤＩ） － ０􀆰 ６４ ０􀆰 ０９ ０，０，４ 不平稳

ｌｎＥＸＣ － １􀆰 ８４ ０􀆰 ６７ Ｃ，Ｔ，１ 不平稳 Ｄ（ｌｎＥＸＣ） － ３􀆰 ５２ ０􀆰 ０５ Ｃ，Ｔ，０ 平稳

ｌｎＡＩＮ － ２􀆰 ６３ ０􀆰 ２７ Ｃ，Ｔ，５ 不平稳 Ｄ（ｌｎＡＩＮ） － ２􀆰 ９１ ０􀆰 ０５ Ｃ，０，４ 平稳

ｌｎＣＩＮ － ２􀆰 ６１ ０􀆰 ２８ Ｃ，Ｔ，５ 不平稳 Ｄ（ｌｎＣＩＮ） － ３􀆰 １１ ０􀆰 ０３ Ｃ，０，４ 平稳

　 　 注：ＡＤＦ 检验形式为（Ｃ，Ｔ，Ｋ），Ｃ 表示含有常数项，Ｔ 表示含有趋势项，Ｋ 为滞后阶数；Ｄ（Ｘ）表示 Ｘ 的一阶差分

算子。

（二）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极大似然法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选取无约束的 ＶＡＲ 模型来确

定最优滞后期。 根据 ＡＩＣ、ＳＣ、ＨＱ 信息准则，ＦＰＥ 最终预测误差方法以及 ＬＲ 统计量标准，本文最终

选择的最优滞后期为 ２，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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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显示，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

设，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ＯＴ 与解释变量 ｌｎＣＴＡ、ｌｎＰＣＲ、ｌｎＥＸＣ、ｌｎＡＩＮ、ｌｎＣＩＮ 之间至少存

在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
表 ２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结果

协整关系数量 特征根 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Ｐ 值

迹检验

０∗∗ ０􀆰 ４９９２４７ １１３􀆰 ２２４０ ９５􀆰 ７５３６６ ０􀆰 ００１８
１ ０􀆰 ３１５３９６ ６４􀆰 ８０９０８ ６９􀆰 ８１８８９ ０􀆰 １１７６
２ ０􀆰 ２３２０１１ ３８􀆰 ２８５０８ ４７􀆰 ８５６１３ ０􀆰 ２８９７

最大特征根检验

０∗∗ ０􀆰 ４９９２４７ ４８􀆰 ４１４９３ ４０􀆰 ０７７５７ ０􀆰 ００４６
１ ０􀆰 ３１５３９６ ２６􀆰 ５２４００ ３３􀆰 ８７６８７ ０􀆰 ２８９７
２ ０􀆰 ２３２０１１ １８􀆰 ４７８５７ ２７􀆰 ５８４３４ ０􀆰 ４５５８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接下来，本文采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的ＭＬＥ 法建立该系统的 ＶＥＣ 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ＶＥＣ 模型①如下

式所示：
ΔｌｎＣＯＴｔ ＝ － ０􀆰 ９５８６０ＥＣＭｔ － １ ＋ ０􀆰 １７５６４ΔｌｎＣＯＴｔ － １ － ０􀆰 ３８６２３ΔｌｎＥＸＣ ｔ － １ － ０􀆰 ０５５８６ΔｌｎＰＣＲ ｔ － １ ＋

０􀆰 ０３６０１ΔｌｎＣＩＮｔ － １ ＋ ０􀆰 ０２５０７ΔｌｎＣＴＡｔ － １ － ０􀆰 ００８９４
误差修正项 ＥＣＭ 的系数估计值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的 ｚ 检验，其系数大小表示短期内当贸易成

本指数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ｌｎＣＴＡ、ｌｎＰＣＲ、ｌｎＥＸＣ、ｌｎＣＩＮ 等因素将以 － ０􀆰 ９５８６０ 的力度将其调整回

均衡状态。 误差修正项表示贸易成本指数与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将协整检验结果列

表如下。
表 ３　 协整检验结果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７６０． ６３１７
ｌｎＣＯＴ ｌｎＥＸＣ ｌｎＰＣＲ ｌｎＣＩＮ ｌｎＣＴＡ Ｃ

１ ０． ３４１７１１３
（４． ５５） ∗∗∗

０． １１３３８４３
（６． ２６）∗∗∗

０． １２１２９１３
（３． ４７）∗∗∗

－ ０． ０６８２０１３
（ － ３． ７）∗∗∗ － ３． １５５７２９

　 　 注：括号中为 ｚ 统计量，∗∗∗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验证协整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应用 ＯＬＳ 估计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

关系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ＯＬＳ 估计结果

ｌｎＣＯＴ ｌｎＥＸＣ ｌｎＰＣＲ ｌｎＣＩＮ ｌｎＣＴＡ Ｃ

１ ０． ３５７８３６
（ － ４． ２６） ∗∗∗

０． １１９３１２
（ － ６． ２１） ∗∗∗

０． １１７５３８
（ － ３． ２２） ∗∗∗

－ ０． ０６０２８６
（３． ３８）∗∗∗ － ３． ２１６１３０

Ａ⁃Ｒ２ ＝ ０． ９１９７８９ Ｆ ＝ ２０４． ５４１３ ＤＷ＝１．７２４３２０
　 　 注：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４ 可见，Ａ⁃Ｒ２ 达到 ０􀆰 ９１９７８９，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 与协整检验结果相比，ＯＬＳ 的系数

估计值与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的 ＭＬＥ 估计结果比较接近，且全部变量系数通过了 １％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此

外，我们还对 ＶＥＣ 模型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 ＶＥＣ 模型系统

稳定，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性。
通过以上检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１）ｌｎＣＩＮ 和 ｌｎＣＴＡ 前面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说明中

国商业环境的改善和进口关税的下降有助于降低中美贸易成本。 （２）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②增

·５３·

①
②

由于在建立协整方程时，ｌｎＡＩＮ 的 ｚ 统计量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因此本文在模型回归时将 ｌｎＡＩＮ 予以剔除。
在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意味着 ｌｎＥＸＣ 减小。



大了双边贸易成本，说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不利影响远大于中国自美国进口货物的

有利影响，即 ｌｎＥＸＣ 下降增加了中美贸易难度。 （３）ｌｎＰＣＲ 前面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反，原因在于能

源价格只是运输成本的一个方面，由于近二十年来远洋运输工具日益大型化以及运输效率不断提高，
因此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单位价值商品的平均运输成本上升幅度有限。 另外，随着中美两国贸易开

放度的不断提高，互补的分工模式以及巨大的市场容量都促使贸易额不断攀升，从而出现原油价格与

两国贸易额同步上升的趋势。 （４）ｌｎＡＩＮ 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经济体，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因而美国商业环境近二十年来的改

善空间有限，其对于中美贸易成本变动的影响力也就相对较弱。 （５） ｌｎＡＴＡ 和 ｌｎＦＤＩ 这两个变量因与

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同阶单整关系而被剔除。 中美自 １９７９ 年建立经贸关系以来，两国一直相互给

予最惠国待遇，总体关税水平维持在低位，但后来美国以人权、环境、知识产权、汇率等理由对中国进

口商品频频发难，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开展多起“双反”调查，因而相对于关税，非
关税壁垒对中美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更大，这也是我们今后进行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ｌｎＦＤＩ 的检

验结果让人诧异，我们认为目前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处理影响了 ｌｎＦＤＩ 真实情况的表达。
（三） 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揭示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进一步衡量变量之间短期变动的因果关系，我们应

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 Ｆ 统计量 Ｐ 值 零假设 Ｆ 统计量 Ｐ 值

ｌｎＣＩＮ 不是 ｌｎＣ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３􀆰 ２０８２ ０􀆰 ０４６９ ｌｎＣＯＴ 不是 ｌｎＣＩＮ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２􀆰 ３７７５ ０􀆰 １００８
ｌｎＡＩＮ 不是 ｌｎＣ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０􀆰 ７０４７ ０􀆰 ４９８０ ｌｎＣＯＴ 不是 ｌｎＡＩＮ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２􀆰 ０４３４ ０􀆰 １３７８
ｌｎＣＴＡ 不是 ｌｎＣ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５􀆰 ７８４８ ０􀆰 ００４９ ｌｎＣＯＴ 不是 ｌｎＣＴＡ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１􀆰 ２０９６ ０􀆰 ３０４９
ｌｎＥＸＣ 不是 ｌｎＣ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０􀆰 ０４７７ ０􀆰 ９５３４ ｌｎＣＯＴ 不是 ｌｎＥＸＣ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３􀆰 ４２９５ ０􀆰 ０３８４
ｌｎＰＣＲ 不是 ｌｎＣ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１􀆰 ８５６７ ０􀆰 １６４４ ｌｎＣＯＴ 不是 ｌｎＰＣＲ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３􀆰 ９６３０ ０􀆰 ０２３８

从表 ５ 可以看出，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ｌｎＣＩＮ、ｌｎＣＴＡ 是 ｌｎＣＯＴ 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在短期

内，中国商业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进口美国商品关税水平的降低是中美贸易成本下降的原因；ｌｎＣＯＴ
是 ｌｎＥＸＣ、ｌｎＰＣＲ 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短期内中美贸易成本变动会影响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原油

市场价格的波动；ｌｎＡＩＮ 与 ｌｎＣＯＴ 相互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关系，这再一次证明美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对

于中美贸易成本的影响不大。
（四）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基于前文所建立的 ＶＥＣ 模型，我们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以此来

解析各要素对 ｌｎＣＯＴ 的冲击作用和贡献程度，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图分别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如图 ２ 所示，人民币汇率受到一个正冲击后，给贸易成本带来了持续的负向影响，说明人民币升

值将持续抑制中美贸易额的增加；石油价格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持续为负，且在第 ２ 期达到最大值，这
说明石油价格波动对国内贸易的影响大于国际贸易；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持续为正，
且在第 １０ 期达到稳态水平；中国商业环境经受冲击后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可谓一波三折，前 ２ 期为正

向影响，２ ４ 期转为负向影响，而后转为持续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中国商业环境的改善初始更有利于

美国商品的进口，而后转为国内消费的增加，第 ４ 期以后更有利于双边贸易额的扩大。
由图 ３ 可见，不考虑自身的贡献，在 ｌｎＣＯＴ 的波动中，ｌｎＥＸＣ 调整对 ｌｎＣＯＴ 的贡献最大，在滞后

１０ 期时达到了 ３０％ ，但在初期影响不大，滞后 ３ 期时仅有 ０􀆰 ７５％ ；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水平 ｌｎＣＴＡ 对双

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力一直呈扩大趋势，滞后 １０ 期时达到 ２３％ ；原油价格 ｌｎＰＣＲ 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

响呈现倒“Ｕ”型特征，快速上升到滞后 ４ 期 １７％的水平后开始下降，这说明运输行业对能源成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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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够做出及时的调整；两国商业环境 ｌｎＣＩＮ、ｌｎＡＩＮ 对贸易成本的贡献在初期比较大，后期的影响趋

向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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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方差分解图

四、 结论及启示

本文首先应用 Ｎｏｖｙ 模型对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中美贸易成本进行测度后发现，中美总体贸易成

本水平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这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 其次，本
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中美贸易成本与其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１）中美贸易成本与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原油价格变

动、人民币汇率起伏、两国商业环境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２）在短期内，中国商业环境改善

和关税水平降低会引起中美贸易成本的下降，而贸易成本是人民币汇率和原油市场价格变动的格兰

杰原因；（３）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对中美贸易成本变动的贡献最大，且具有长期影响。
基于所得研究结论，为推动中美贸易的更好发展，我们应积极探寻降低贸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第

一，进一步发挥关税调节对降低贸易成本的重要作用，逐步调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和结构；降低能原

材料、初级产品、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提高出口商品的退税水平和效率；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

敦促美国取消对中国部分产品（如纺织品等）的进口配额；坚决反对美国滥用“反补贴、反倾销”等贸

易保护主义措施，防范美国采取知识产权、绿色壁垒、劳工标准等方式阻碍中国对美贸易的扩大；创新

海关监管理念、思路、方法和手段，深入推进大通关改革，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促进贸易往

来。 第二，适应国际资本市场变幻和中国企业进出口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平稳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避免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因为人民币过快升值不利于中美贸易成本下降，阻碍双边贸易

额的增加。 第三，有效改善中国商业硬环境和软环境，以环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完善

和优化东部沿海的软环境优势，促进现代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贸

易硬环境，逐步降低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成本。 另外，还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用优质服务优化贸易发展环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人为壁垒。 第四，推广上

海自贸区试点经验，加快其他地区自贸区建设，自贸区通过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

及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能够有效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

流动，通过实现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优势互补来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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